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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的齋講 

王翠玲
＊ 

提 要 

「齋講」一詞，在漢譯佛典中雖不多見，但卻早自後漢時代的譯經中即已可見，

而後在六朝隋唐的中國佛教相關文獻中也時或出現。據筆者管見，論及此一詞語之

相關研究其實寥寥無幾。這或許是因為與「齋」有關的語彙頗多，意義複雜化之故，

因此多以推測之詞模糊帶過。但事實上，這一詞語自有其歷史變遷的背景，也有中

國、印度兩大文化混同的部分，因此雖然只是一個語彙，正確理解它卻有其一定的

意義。因此本論文希望能透過文獻的解析，明確闡釋「齋」、「齋講」等詞語之內

涵，解明其中之佛教根源、社會文化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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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Buddhism’s Trea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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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word “zhaijiang” is a dichotomy consisting of two characters: the first 

is “zhai”, while the second being “jiang”.  This particular diction makes occasional 

appearances in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non, monastic biographies, and the Chinese 

Official History; although, its occurrence in the latter source is comparatively few and 

mostly in the Nan/Bei Chao records. Other than its stereotypical Buddhist-related 

connotation, the word “zhaijiang” in its individualistic form has a history dating back to 

the Chinese bone inscriptions period. Moreover, the word “zhai” is still frequently used in 

today’s conversation such as zaozhai, liuzhai, baguanzhai, changzhai, sengzhai, zhaiji  

etc. all of which signifies its realistic nature and close interfusion into the secular sphere. 

A full study of the current topic would involve analyzing Buddhist rituals,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chang”, discussing ancient literature, philosophical debates as well 

as textual studies of the Confucius, Daoist and Buddhist’s cannon and their commentaries. 

However,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ishes to focus solely within the Chinese Buddhism 

scope and through critically analyzing its linguistic nature, and surveying primary sources 

that discusses the “zhaihui” service and the “jiangjing” assembly to piece together and 

reconstru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zhaijiang” usage throughout the Chinese Buddhist 

history. 

Keywords: zhai, zhaijiang 



王翠玲：中國佛教的齋講 

 

 65

中國佛教的齋講
1 

王翠玲 

一、前言 

「齋講」一詞包含兩大要素，一為齋，二為講。此「齋講」一詞既見諸漢譯佛

典、僧傳，也見載於正史，雖然後者的用例並不多見，且多集中於南北朝時期。除

了佛教獨特的意涵之外，其實「齋」、「講」二字在中國都源遠流長，而且前者的

「齋」，綿遠傳承至今，既不僅是日常可見之字彙，甚至它還展現在此時此地的台

灣人之宗教行為中，以早齋、六齋日、八關齋、長齋、齋僧、齋忌等方式躍動著生

命力。這些與「齋」有關而富含宗教意義的行為之根源究竟何在呢？事實上，「齋」

以混有佛教的面貌在中國付諸實施，可遠溯自佛教東傳初期的東漢時代2，其後在魏

晉南北朝時代以各種面貌盛行，而且也流傳在各類文學著作和敦煌文獻中。至於後

者的「講」字則具諸多意義，特別是在教育方面。 

另外，雖然「齋講」一詞的梵語尚不明確，但是從佛典《分別功德論》來看，

無疑地它自有其原義。那麼，由中國佛教來看，「齋講」一詞究竟受到中印兩國的

哪些影響，擁有怎樣的宗教意義呢？雖然本研究的主題牽涉廣泛，既涉及中國佛教

的儀式，也與講唱文學的發展不無關連，更和儒釋道三教的講經、注疏、論學方式

多有關涉，然而，筆者在此擬以中國佛教的儀式作為論究的對象，故擬以語義溯源

及齋會、講經等作為主要考察的線索，希望能透過文獻的解析，明確闡釋「齋」、

                                                 
1 本文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之一（計畫編號：94-2411-H-006-009-）。 
2 佛教自印度東傳中國之初，也就是在東漢明帝時期（西元 65 年），當時已有楚王劉英施行「絜齋三
月」的正史記載，雖然其方式是「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為誓。」（參見《後

漢書》卷 42〈楚王英傳〉），但似乎所施行者並不是純粹佛教方式的齋潔儀節，然而我們依然可藉以
得知「絜齋」的方式從初傳之始就已成為中國佛教信徒進行宗教活動的重要儀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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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講」等詞語之內涵，解明其中之佛教根源、社會文化等意義。 

二、「齋講」語義溯源 

所謂「齋講」這一詞語，它既是一個複合語，也是兩個擁有各自語義、內涵的

語彙。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它呢？一如眾所周知，漢字是包含形、音、義的語

言，它的造字原理早已明白呈顯出它原本即與華人的生活密切相關，不論它意謂的

是具象的實物或抽象的思考、概念等，然而隨著時代、社會之變遷，它也難免產生

一些變化，而導致有本義、衍生義之別。那麼，到底齋、講二字的情況如何呢？ 

（一）「齋」之義 

此中擬分三部分探究，1、字義溯源，2、儒家及先秦諸子之說，3、印度之齋。

首先就 1、字義溯源而言，中文的「齋」字源遠流長，可遠溯自甲文、金文，當時

它以「齋」、「　」3、或「齊」4等不同字型現身，其中除了「齊」有地名、國名

的意義之外，多以「齋戒」、「戒潔」等義出現5。 

2、儒家及先秦諸子之說 

                                                 
3 例如：方述鑫等編著《甲骨金文字典》中所舉蔡侯盤的例子（頁 12，成都：巴蜀書社，1992 年），
同一語例亦見載於金文、甲文的工具書、匯編書中，如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1989、08
北京二刷〕《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頁 10）、陳佩芬等編撰〔1990、04一版一刷〕《商周青銅器
銘文選（四）》（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394-5）、張亞初編著〔2001、07 一版一刷〕《殷周金文集成
引得》（北京：中華書局，頁 982-983）等。 

4 關於「齊」字之義，《說文．七上齊部》中解云：「齊：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段玉裁《說文
解字注》頁 96 上，台北：藝文，1992 年 12 月七版）。但是對於這一字義解釋，現代的日本學者白
川靜氏另有異論，他認為「應是『婦人簪飾之象』，故其本義當為婦人祭祀的『齊敬』之義。」（《說

文新義》卷七，頁 70。同氏《字通》頁 593）。因此大川俊隆氏採其說而云：「齊字字形是在神明前
『齊敬』以祭祀的婦女之圖象」（〈《周禮》中的齎字〉，《中國古代禮制研究》第 173-174頁，京都大
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5年 3月。筆者中譯）。 

5 許慎《說文》中解釋其義，云：「齋，戒潔也，从示齊省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96上，台
北：藝文，1992年 12月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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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先秦時代，對「齋」之見解，在諸子百家或儒家典籍中亦屢見不鮮，下文

將簡略介紹道家、儒家、墨家等之說。 

首先是道家，《莊子》之〈天運篇〉云：「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

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另外在〈人間世篇〉則較詳細地言及「心齋」與「祭祀

之齋」，其文如下： 

仲尼曰：「齊6，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

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

「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

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

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從上述諸文中，我們可以看到「齋」既與祭祀的行為、主持祭典的人物「尸祝」有

關，也與行為準則的「戒」有關，因此整體而言，「齋」的不飲酒、不茹葷、淨潔

身心之宗教性質相當明確，所以莊子所「提出『心齋』之說，遂為道教所沿用」7。 

綜合上述《莊子》的三項內容而言，「齋」乃與祭祀的行為有關，而且也與居

家生活的空間場所或飲食（例：不飲酒、不茹葷）有關，更重要的是，《莊子》已

經注意到「齋」有外在形式和實質內涵的不同層面。也就是說，發自內心的虔誠之

「心齋」與容易流於外在儀式的「祭祀之齋」，其間之別乃大相逕庭。 

其次，至於重視「禮」的儒家方面，例如孔子在《論語．鄉黨篇》中已經言及： 

齋必有明衣，布。齋必變食，居必遷坐。 

其中的「齋」包括明衣8、變食，也就是清淨的衣服和飲食，而且還有遷居到不是日

常住所的潔淨的住居之事9。這明顯地是指祭祀之前需先舉行的齋潔——淨化身、心

                                                 
6 關於此「齊」字，王先謙《莊子集解》注云：「釋文：齊，本亦作齋」。 
7 見張澤洪《道教齋醮符咒儀式》頁 10，頁 14，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 4月一版一刷。 
8 此處所謂「明衣」，指古人在齋戒期間沐浴後所穿的乾淨內衣。至於「布」，何晏《論語集解》云：「孔
曰：『以布為沐浴衣』」。 

9 參見：山田利明〔1994〕〈道教齋法的成立〉，東洋大學東洋學研究所編《亞洲的宗教與文化》頁
311-312，東京：國書刊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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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因此，可以說很符合後世所認知的儒家重視齋潔之說10。 

而在《論語．述而篇》中，孔子又表現出他所謹慎從事的三件國家大事：「子

之所慎：齋、戰、疾」11。事實上，不僅至聖孔子嚴謹地對待「齋」事，亞聖孟子

也在《孟子．離婁下》中有所述及，他說：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不論是上述的《論語．鄉黨》或《孟子．離婁》之說，兩者都意謂著祭祀上帝時的

齋戒，但是這些不單僅是指身體上的潔齋，同時也包含了心理上的潔齋12。 

除此之外，儒家方面尚有值得注意的見解，例如：《禮記．曲禮》的「齋戒以

告鬼神」之說，這一說法將「齋戒」後所要舉行的祭祀之種類由祭天擴大及於祭鬼13。 

另外，施行齋戒時亦有時間上的長短問題，例如在《禮記．祭統》中透過「散

齋」與「致齋」之別，有所討論，其說如下： 

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對此，東漢鄭玄（127-200）將其中之「致齋」解釋為專一思念於居處、笑語、志意、

所樂、所嗜，保持心理上的清明；而將「散齋」解釋為保持「散齊七日不御、不樂、

不弔」等行為方面的清淨。所以《禮記》中的「致齋」，表現出來的是心理上的潔

齋之意。雖然我們不能輕易地將《禮記．祭統》之說視為是先秦當時情況的如實紀

錄，但不論如何，我們應該可以承認：至少在漢代的齋戒裏，心的專一精明是透過

齋法而獲致的。 

                                                 
10 關於儒家的重視「齋」，晚至元代，尚有人言及之，如：「若曰齋潔之說不足取也，則不茹葷者，孔
子以為祭祀之齋、致齋三日者，《禮記》以為清明之德，儒家固以齋潔教人也。」（劉謐撰《三教平

心論》卷下，《T52》頁 793中） 
11 關於此處之原文，「齋」一作「齊」，朱熹《四書集注》解云：「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
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台北：世界

書局，1977年，第 43頁）雖有文本上的齊或齋字之別，但若從朱熹之解釋來看，則二字皆指與祭
祀有關之行為。 

12 山田利明〔1992〕〈靈寶齋中的齋戒意義〉，酒井忠夫編《台灣的宗教與中國文化》頁 284，東京：
風響社。 

13 關於中國的「鬼」的意義、本質，可參見池田末利《中國古代宗教史研究》的相關論述（東海大學
出版會，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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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齋」的實踐與飲酒、吃葷等飲食生活的制約，或潔淨身體的沐

浴行為、更換乾淨衣服等日常的生活需求密切相關，並轉化成為民俗之一（例如喪

禮習俗的各種齋、齋戒、禁忌），甚至與祭祀的宗教性行為互相配合。事實上不僅

古代如此，「齋」至今依然根深柢固地影響著中國的宗教界14。 

另外，由「齋」的制約特質來看，它與人類對罪惡的自覺、意識有關，也與儀

禮施行的具體準備不無關聯。舉例而言，《墨子．天志中》云： 

子墨子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

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 

文中言及不論是疾病、災禍，或是神鬼之祟殃，天子在藉由祭祀的方式以祛除之前，

沐浴、齋戒的行為是淨化身心的必要手段。當然另一不可或缺的條件則為所謂「酒

醴粢盛」的豐盛祭品。此外，《墨子．尚同中》則言及非僅「天子」可以如此，連

「天下萬民」也可以藉由沐浴、齋戒、供奉豐盛祭品的方式祭祀天鬼。而其原文則

為「是以率天下萬民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15 

3、印度之「齋」 

至於印度之「齋」，根據來自印度而被譯成中文「齋」字的梵文 uposadha（佛

教混合梵文 posatha、巴利文 posath或 uposatha）而言，它又具有哪些語義或內涵呢？

經查證各佛教、佛教語辭典的結果，堪稱最為詳細的是中村元氏之說。中村氏於其

《佛教語大辭典》中整理出「齋」具五義，內容為： 

（1）梵文 uposadha，佛教混合梵語 posatha，巴利文（u）posatha 的漢譯。

謹慎之意。在固定的日子裏遵守戒律。布薩。（2）印度一般的祭祀。（3）

                                                 
14 提及此一見解者，如法國學者蘇遠鳴（Michel Soymié），他提及「人們知道，『齋』這一詞指一種
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思的修習，在此，我們按習慣將其譯為“jeûne”。但是，它也有多種形式，
從古至今存在於各種形式的中國宗教之中。」（氏著，辛岩譯〈道教的十日齋〉，收錄於《法國漢學》

第二輯，頁 28，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 11月一版一刷）。 
15 關於《墨子》中的「天鬼」之內涵，非僅具單一的意義，在一方面既有主宰神式的性格，另一方面
也包括了擁有天之意志的諸天神之義。參見：渡邊卓〈墨家思想二〉，收錄於《講座東洋思想 4》；
鄭正浩〈墨家的鬼神觀〉，《中國總合研究》創刊號，1975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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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罪業。謹慎身、口、意三種行為，淨化身體。潔齋、齋會。（4）午餐。

（5）轉指法會時供給的飲食。齋食。（頁 448c）16 

由中村氏之解說中，我們可以了解「齋」字既具有名詞性的午餐、飲食等意義，也

有動詞性的遵守戒律、悔改罪業等內涵，所以它也可以與其他語彙相連結，而構成

齋會、齋食、齋法等名詞，或齋潔、齋戒、齋供等動詞。並由其遵守戒律、悔改罪

業等內涵引申出「清淨」之意。因此，在佛典漢譯時，用以對譯 uposadha、posatha，

而以音譯之「布薩」17表示。 

（二）「講」之義 

其次，就「講」字來看，東漢．許慎《說文》解云：「和解也，从言冓聲」，

對此，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解釋為「和，當作龢。不合者，調龢之；紛糾者，

解釋之；是曰解。」18但是，「講」字也具另一意義「習」，此說也屢見不鮮，例

如《左傳．莊公 32年》的「雩講于梁氏」、《國語．魯語上》的「終則講於會，以

正班爵之義」等，應是更相應於本論文所探究的「齋講」一語中的「講」字之意涵。

而其餘的相關語彙，諸如講學、講經、講肆、講誦等，也與「學習」之意較為密切。

所以宋．釋道誠述《釋氏要覽》卷下「說」字項目中，引用《廣雅》、《玉篇》等

書以解釋「講」字之義，其原文云： 

【說】⋯⋯今稱「講」者，《說文》云：「講，和解、論議」。《廣雅》云：

「讀也」。顧野王云：「解說、談議也。訓誥也。」（《T54》頁 294中） 

道誠此說顯然乃根據梁．顧野王（519-581）《玉篇》之見解，顧氏之原文云： 

                                                 
16 原文參見中村元：《佛教語大辭典》上卷，頁 448，東京：東京書籍株式會社，1975 年二版。此處
係筆者之中譯。 

17 布薩，是印度傳統的宗教性活動，源自《吠陀》的供養新滿月之舉。參考：佐藤密雄：《原始佛教
教團研究》頁 512-513，東京：山喜房，1963年。其後逐步儀式化，如大開業寺沙門愛同錄《彌沙
塞羯磨本》中即列有「布薩儀軌」（《T22》頁 214 上）；而在中國方面，據道宣云：「昔齊文宣王撰
在家布薩儀，普照沙門道安開士撰出家布薩法，並行於世。」（《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上（四）》，

《T40》頁 34中）可知中國之布薩法也有僧俗之別，而且也各自儀式化了。 
18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96上，台北：藝文，1992年 12月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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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古項及論語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也。野王按：講習談論以解說訓

誥也。⋯⋯廣雅：「講，讀也」。19 

若將「講」改置於佛教意涵考量時，可以發現「講」的學習之義可與佛教布施

波羅蜜中的法布施相串聯，而且也能與財布施相結合，而綜合呈現在「建齋」的形

式上，也就是說「建齋」，常常不僅止於飲食上的供養，例如：隋．彥琮（557-610）

之例，據載： 

釋彥琮，俗緣李氏，趙郡柏人也。世號衣冠，門稱甲族。⋯⋯齊武平之初，

年十有四，西入晉陽，且講且聽。當爾道張汾朔，名布道儒。尚書敬長瑜及

朝秀盧思道、元行恭、邢恕等，並高齊榮望，欽揖風猷，同為建齋，講大智

論；親受披導，歎所未聞。（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卷 2，《T50》頁 436

中） 

其中所述，即北齊的名公貴族數人曾合力為彥琮設齋，請其講解《大智度論》。所

以，齋、講雖分別而言，其實卻是二類活動合同舉行。因此雖僅言「齋」、「齋會」，

實際上卻已經包括「講」，類似這種情況尚有北魏．釋慧芬等人的例子20。 

另外，也有雖僅言「講」，實則已包括「齋」者，如蕭齊比丘尼淨秀的情況：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性受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

承，於是現請輝律師講。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即夢

見鴉、鵲、鴝鵒、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鳥形，同聲唱言：

我助某甲尼講去。既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

果食皆精。（唐．釋道宣撰《廣弘明集》卷 23．沈約〈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

狀〉，《T52》頁 270中-271中） 

由此則記事可知，在「講」解經律論等的場合也經常兼設齋供、提供果食等，因此

雖僅言及「講」，卻不妨礙具有齋講之實質。而類似的實例另可見於「僧統大師」

                                                 
19 引自《原本玉篇殘卷》頁 208-209，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9月一版一刷。 
20 由「釋慧芬」的記事則可明確得知北魏時代的齋會有說法之活動。雖然釋慧芬的生卒年不詳，但由
「魏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之文詞可知，他曾遭逢西元 446年的北魏太武帝廢佛毀釋之禍，因
此其傳記所述「每赴齋會，常為大眾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可視為五世紀中葉的中國南方

之佛教狀況（梁．慧皎撰《高僧傳》卷 13，《T50》頁 41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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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例21。 

（三）「齋講」之義 

針對此一詞語，筆者擬先追本溯源，即透過漢譯佛典，以追溯印度佛典中實施

齋講之事實及其意義。 

首先若由結論來說，「齋」字意指食物、「齋講」意為「齋集部眾，綜習所宜」。

那麼「齋集部眾，綜習所宜」的具體意義為何在？ 

事實上，「齋講」一詞，在漢譯佛典中早已可以見到其蹤跡，例如東晉時代來

自罽賓的三藏法師瞿曇僧伽提婆在其所譯《增壹阿含經》卷 3中云：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

一比丘：⋯⋯能廣勸率，施立齋講，陀羅婆摩羅比丘是。（《T2》頁 557上

∼中。由筆者加底線，下文之情況皆相同。） 

而失譯人名附後漢錄的《分別功德論》卷 4中，則進一步詳述其中情況。該論之原

文如下： 

他羅婆摩比丘勸率施立齋講者，佛委僧事，分部所宜：契經契經一處，毘尼

毘尼一處，大法大法一處，坐禪坐禪一處，高座高座一處，乞食乞食一處，

教化教化一處，隨事部分，各使相從。若有檀越來請者，以次差遣，不問高

下。若有私請者，不聽在此例。⋯⋯齋講者，齋集部眾，綜習所宜。（失譯

人名附後漢錄『分別功德論』卷 4，《T25》頁 42中） 

筆者認為此段落至少呈現出下述兩項意義： 

1、釋尊當時的佛教僧團除了托缽乞食之外，也依照印度其他宗教的應供方式，

接受信徒的邀約（即「檀越來請」），而以個人或集體的方式前往信徒家中接受供

養（即「以次差遣」）。 

2、文中的「分部所宜」，意指他羅婆摩比丘奉釋尊之命，負責管理僧團諸般事

                                                 
21 如「僧統大師者⋯⋯每講終，設茶藥異饌以供」（宋．延一撰《廣清涼傳》卷下，《T51》頁 1122下），
而「設供」也就是「設齋」。 



王翠玲：中國佛教的齋講 

 

 73

務，而將諸比丘依性向或專長予以分類，然後在遇到接受信徒供齋之邀約時，依序

分派，輪流赴齋。至於平時，則同類相聚一處，「綜習所宜」。 

綜合上述 1、2的二項意義，筆者認為「齋講」就是用齋時，性向或專長相同的

比丘齊聚一處，切磋琢磨，綜合學習。所以《增一阿含經》卷 3與《分別功德論》

卷 4之說所呈現的應是早期印度佛教僧團中施行齋講的實況。 

關於《分別功德論》一書與《增一阿含經》的關聯，根據日本學者泉芳璟22、

平川彰23等人之說，可知《分別功德論》一書係隨順《增一阿含經》的經文次序而

予以注釋之書。所以在《分別功德論》中，已經將印度的「齋講」之義明確解釋為

「齋集部眾，綜習所宜」，而後更進一步解釋所謂「齋集部眾，綜習所宜」之義乃

為「佛委僧事，分部所宜：契經契經一處，毘尼毘尼一處，大法大法一處，坐禪坐

禪一處⋯⋯。」這種作法可以說是僧團成員以類相從的方式，而且這一方式似乎在

釋迦牟尼佛仍然在世時即已頗為常見，因為我們另外也可以在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雜阿含經》卷 16中見到類似的敘述，事實上這就是中國所謂的「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之舉，而非朋黨營私、黨同伐異。至於《雜阿含經》卷 16之原文，則如下述：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常與界俱，與界和合。云何與界俱？謂眾生不善心

時，與不善界俱；善心時，與善界俱；勝心時，與勝界俱。時尊者憍陳如與

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上座多聞大德，出家已久，具修梵行。⋯⋯

時尊者陀驃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能為大眾修供具者。⋯⋯時提

婆達多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習眾惡行。是名比丘常與界俱，與

界和合。是故諸比丘當善分別種種諸界。（《T2》頁 115上∼中） 

由此則經文來看，陀驃比丘（即他羅婆摩比丘）24自己也有物以類聚的情況，經常

                                                 
22 泉芳璟撰〈分別功德論解題〉，《國譯一切經》第 51冊《釋經論部 8》，東京：大東出版社，1977年
改訂版，頁 165。 

23 平川彰氏在其《初期大乘佛教研究》中，曾舉例明確地辯證了《分別功德論》與《增壹阿含經》之
注釋關係（頁 48、頁 52。東京：春秋社，1978年）。 

24 筆者按：《增一阿含經》卷 3中的「他羅婆摩比丘」（《T2》頁 557中）在《分別功德論》卷 4中係
作「陀羅婆摩羅比丘」（《T25》頁 42 中）。雖然《大正藏》中未列出其梵文、巴利文之原名，但根
據赤沼智善編《印度佛教固有名詞辭典》所述，則該比丘的梵文原名為 Darva－Mallaputra（京都：
法藏館，1979年 9月一版三刷，第 140頁）。而漢譯除了上述二譯名之外，另有《阿羅漢具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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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習性相近、能為僧團「修供具」、提供服務的眾僧聚集共修。另外，又由其中可

以看出，釋尊對於僧團成員的同類相聚之情況，所抱持的態度可說是「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的理解，因此特地警誡、教示比丘們必須「當善分別種種諸界」，謹慎

把持善心善念、選擇善友，以助於修行。 

三、中國佛教的「齋講」 

上文略述印度佛教中已有齋講之事實，以下將討論中國佛教中的齋講。 

齋、講二字，雖然都是中國原有的語彙，自有其文化背景，各有其原義。但是

在佛教傳入中國後，這二個語彙也不免受到影響，而掺雜佛教的教義以配合實施，

因此在中國佛教的法會中，與齋、講有關的活動變得形形色色，這一情況，我們可

由齋會、齋集、設齋、仁王齋、平等大齋、方廣齋、救苦齋、華嚴齋、七七齋、百

日齋等詞語即可窺知一斑。而且這些活動自兩晉南北朝以來即已屢見於諸多記載，

它們的舉行目的或在於為齋主的現世親眷祈求福佑，或著眼於為齋主的已故親屬希

求拔度，除此之外，當然也有普為天下蒼生許願者。正因這類活動的內容多樣化，

所以相關的文書也頗見記載，例如：齋疏25、齋文26、齋詩27、齋記28、齋讚文29、齋

                                                                                                                                      
中所譯的「捺羅摩余末羅子」（《T2》頁 831上）、《雜阿含經》所譯的「陀驃」（《T2》頁 115中），
以及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中所稱之「沓婆摩羅」（《T54》頁 241 下）等等。關於這位比丘，他的
出身為阿奴比耶（Anupiya）末羅族的王室，幼年喪母，由祖母撫育，七歲時由於值遇釋尊，遂追
隨出家，迅即開悟。其後，釋尊命其掌理僧團的臥具、飲食安排等事。 

25 「疏」或「疏文」在敦煌文書中已可見，但明言「齋疏」之例則時代較晚，見諸北宋，如：「宋太
祖長春節，宰相范質製〈祝壽齋疏〉云云。」（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52，《T49》頁 456中）。
此乃指皇帝生日時舉辦法會而臣下奉上疏文。又同書卷 43 則記載其文，並言范質所製者乃「祝聖
齋疏」（《T49》頁 394中∼下）。 

26 「齋文」類文書，例如唐代時「蜀僧嗣安法師造齋文四卷，現今流行」（《曆代法寶記》，《T51》頁
182下），而唐代的留華日僧最澄，在條錄其攜返日本的典籍目錄《越州錄》中，載有《齋文式》一
卷，另一留華日僧圓仁也在其《入唐新求聖教目錄》中載有《集新舊齋文》五卷等。可知唐代時，

齋文之作已經為數不少，而且似乎已經有格式化的趨勢。不過，最為直接記載的是日本留華學僧圓

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所述的各則記事，如卷 1云：「【八月】廿九日，供寺裏僧，百種惣集，

以為周足。僧餘百數，當寺僧常簡奉綱維請，而作齋文。其書在別。」（台北：文海，1971年初版，
頁 8上）由此則記事可知，齋文之作乃因應法會之實際需求，而由各寺的主事人員分配人選。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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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文30、齋儀31等，甚至也有與齋有關的偽經出現32。而與齋、講有關的活動雖然在

外觀上呈現多樣化的景象，但是，若以宗教儀式的角度來看，二者所涵蓋的內容皆

有儀式的空間、時間、型態等問題。下文中筆者將略述一二。 

（一）溯源 

本文所探討的中國佛教之齋、講活動，其記載屢屢可見於僧傳中，如上所述，

其中或有僅記「齋」會而實際包含「講」經說法之活動者，也有僅敘述「講」而實

際包含「齋」、「齋會」設供者，但是本文主要以合齋、講二字為一詞者作為溯源

的對象。 

據筆者管見，「齋講」此一語詞合用之例，最早應是梁．慧皎《高僧傳》的晉．

道安（312-385）傳。該文中根據習鑿齒（？-384）與謝安書，贊美了道安教團，而

說： 

                                                                                                                                      
同書頁 13等也都提及齋文，可見唐代當時齋文之撰製已經頗為頻繁。 

27 齋詩類作品主要有八關齋詩、長齋詩等，如支遁的〈八關齋詩〉三首、同〈五月長齋詩〉，以及謝
莊、沈約等之作，參見：道宣《廣弘明集》卷 30、歐陽詢《藝文類聚》卷 76等。 

28 例如南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460-494）撰有《華嚴齋記》一卷，據云：「自齊梁已來，每多方廣
齋集，皆依此【筆者按：即指《華嚴齋記》】修行也」（法藏《華嚴經傳記》卷 5，《T51》頁 172上
∼中），由此可知《華嚴齋記》一書已成為齊梁之後方廣齋會活動的範本。 

29 關於「齋讚文」，目前所見如敦煌文獻的斯坦因 512〈第七祖大照和尚寂滅日齋讚文（擬）〉乃徒眾
或法嗣在北宗禪僧普寂臨終前即預先為之撰文以記德。 

30 齋願之詞乃因設齋而遂發願，故云。例如隋煬帝於皇太子時期，曾為已故的智顗禪師設齋於天台（參
見：隋．灌頂纂《國清百錄》卷 3〈皇太子於天台設齋願文第 76〉，《T46》頁 813下∼814上）。由
該文可知，設齋、發願以及懺悔消業，常常是融合在同一法會中，可見得設立齋會以求如願以償、

滅罪消愆的福業觀念確實深入人心。 
31 齋儀活動也有相關文獻，例如留華日僧最澄《台州錄》中即可見到佛門之齋儀文書，如：《釋氏齋
儀》一卷 20紙、《釋氏齋儀記》一卷 25紙（《T55》頁 1057下）。而事實上除了佛教之外，南北朝
時期的道教也編製了不少的齋儀作品，如：「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

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道

宣《集古今佛道論衡》，《T52》頁 370 下）至於佛道二教的齋法之關涉，自是另一有待進一步研究
的問題。 

32 與齋有關的偽經，如：《佛說齋法清淨經》（見《大正藏》85卷，No.2900）、《法本齋經》（《出三藏
記集》卷 5，《T55》頁 38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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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高僧傳》

卷 5，《T50》頁 352下） 

由此可知，中國在五胡十六國時期即已有齋講之活動。不過此則記載由於太過簡短，

所以其中所謂「齋講」，既可能只是施行齋法（過中不食）的儀式，也可能為齋會

時兼行講經說法的活動。但若就「師徒數百」的描述而言，極可能是意指後者，亦

即道安師徒一方面注意日常生活層面的具體修行事宜（齋），另一方面也注重僧徒

的教育、學養問題（講）。 

與道安的年代相去不遠，圓寂於東晉安帝義熙七年（411）的僧人支曇諦

（347-411）也經常接受時流之邀，在南方進行「齋講」的活動。如東晉．丘道護〈道

士支曇諦誄〉云： 

法師肇胤西域，本生康居⋯⋯于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心應物，不嘗

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以道俗殊致。（唐．道宣《廣弘明集》卷 23，

《T52》頁 263下∼264上） 

由文中「述義」之語來看，可知「齋講」的宗教性活動確實包括講解佛教的教理之

事。又，由上述時代相近、地域卻分處北南的道安與支曇諦的齋講活動來看，應可

確認至少在四、五世紀的東晉時代之中國，齋講活動在公私場合皆已普及。至於時

代稍晚之蕭梁（502-557）、北齊（550-577），齋講之盛行更是不在話下。如隋．

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 11云梁武帝（502-549在位）「相繼齋講，不斷法輪」33，

而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卷 10〈靖嵩傳〉中則言及北齊時代鄴都的佛教講會盛況，

云： 

釋靖嵩，俗姓張，涿郡固安人。⋯⋯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

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席相距二百有餘，在眾常聽出過一萬，故宇內

英傑咸歸厥邦。（《T50》頁 501中∼502上） 

文中雖未言及「齋講」之語彙，但是「講席相距二百有餘」一詞已經明確表現出當

                                                 
33 原文出自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 11，其中云：「武帝蕭衍⋯⋯相繼齋講，不斷法輪。」（《T49》
頁 99下。又參見：道宣撰《續高僧傳》卷，《T50》頁 425中）而三論宗的興皇法朗（507-581）之
「創會公私齋講」，也是蕭梁時代的盛事（參見：《續高僧傳》卷 7，《T50》頁 47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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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佛教的講會極為盛行。所以由上述諸文可知，自道安以來，「齋講」之詞屢屢見

載，足以令人想見在南北朝時期的中國，不論是南方或北方，齋講活動皆盛極一時。

至於後世敦煌文獻中所能見到的社邑文書、俗講文等，也顯示出唐朝時期齋講活動

持續興盛的實況。 

（二）齋講的儀式 

齋講乃屬於宗教性活動，因此必需宗教師和信眾的共同參與。再加上在同一法

會中，既有財施的「齋」又有法施的「講」，所以至少在人力與物力的兩大類需求

上在所難免。當然，其規模大小則依發起人等的意願、能力而決定。但不論如何，

其中的人力——主要參與者，必然包含齋主、法師與都講、導師和與會大眾。而物

力則有齋（食物）、嚫（財物）、花、香、幡、伎等。以下分別簡述。 

1、主要參與者： 

（1）齋主 

此一詞語應有兩種意義，即（甲）發起人：乃負責供養齋、嚫的施主34。（乙）

齋會會場主持人。前者如〈慧璩傳〉中所述者，而後者則如：〈道溫傳〉中所述者。

但不論是哪一意義，「齋主」其人都是齋講會場上的重要角色。 

早自東晉時期，道安師徒數百人的龐大教團即得以「齋講不倦」（《T50》頁

352 下），想必背後當有大力護持的施主或齋主，但是其教團的施主或齋主之名並

未明確記錄，雖然極可能是道安的大護法——前秦國主苻堅35。在襄陽的道安教團

                                                 
34 所謂「齋主」，是「僧、道的施主」之意（《漢語大詞典》下冊，頁 7725右）。事實上，在敦煌社邑
文書中的齋主，也是施主之意，如〈斯 6537背〉及〈伯 3730背〉的〈某甲等謹立社條〉中言及：
「逐年正月，印沙佛一日，香花佛食，齋主供備」（參見：寧可、郝春文輯校《敦煌社邑文書輯校》

頁 42-43，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而〈斯 8187〉則說：「惟齋主某公宿善□知因果⋯⋯是以徑
捨珍□之引，供於是（釋）釋（氏）。廷（庭）宇儼尊容，爐焚海岸香」（同上，頁 587），更明確地
表現出齋主即是施主之義。 

35 關於苻堅之尊重道安，依《晉書》卷 82以及卷 114所言，即可充分理解。其中前者云：「及襄陽陷
於苻堅，堅素聞其【筆者按：指習鑿齒】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

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晉書》卷 82）又「堅游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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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況暫置不論的話，另外至少在南朝宋孝武帝時期（在位 452-464 A.D.），「齋

講」的舉行規模就已經有相當龐大者，所以其記載已較前詳細，包括了主要參與者

的齋主，以及不可或缺的應供僧眾。此外，當然所供養的物質既包括有「齋」（食

物），也有「嚫」、「噠嚫」（財物），更有「講」（講經說法及轉經）。而《高

僧傳》卷 7的〈釋道溫傳〉正具體呈現出南朝皇室舉行齋講時各項要素齊備之情況： 

釋道溫（398-466），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謐之後也。⋯⋯孝建（454-456 

A.D.）初，被敕下都，止中興寺。大明（457-464 A.D.）中敕為都邑僧主。

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460 A.D.）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

所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于時寺既新構，嚴衛甚肅。忽有一僧

晚來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檢問防

門，咸言不見出入。眾迺悟其神人。溫時既為僧主，迺列言秣陵，白皇太

后：⋯⋯所設齋講訖今月八日，嚫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

轉經明半，景及昆吾，忽睹異僧預于座內。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眾驚嗟，

莫有識者。（《T50》頁 372中∼下） 

然而，應特別注意的是此文中之「齋主」當為（乙）齋會會場主持人之意，而非供

齋的路昭皇太后。另外，其中也顯示出該齋講法會兼行「轉經」的內容，而「轉經」

也就是東晉釋道安經常在講經前要求都講所作的法事。 

至於上文中提及的在齋會中供養「嚫」的習慣，也源自印度。如元魏．慧覺等

譯《賢愚經》卷 6云： 

波婆梨自竭所有，合集財賄，為設大會，請婆羅門。一切都集，供辦餚膳種

種甘美。設會已訖，大施噠嚫，一人各得五百金錢。（《T4》頁 432下） 

類似這種設立大會以供養美食，並在飲食之外又另施噠嚫（梵 daksina）的財物供養，

其實是印度婆羅門教以來的習俗，其主要目的在於布施求福。而在《增一阿含經》

中，釋迦牟尼佛曾贊許嚫願有九種之德，更明白解說了嚫的意義，使得嚫具有令人

                                                                                                                                      
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

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為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

也。』命翼扶安升輦。」（《晉書》卷 114）。而前文所謂「獲士裁一人有半」之意，或云意指「安公
一人、鑿齒半也」，見《維摩疏釋前小序抄》之說（《T85》頁 43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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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大果報，至甘露滅盡之處」的重要意義36。所以「齋會」可說是除了供養飲食

之外，另也供養財物之宗教性集會。而與上文同為劉宋時期的又一則記載〈慧璩傳〉

文中也提及齋嚫的實況，其原文如下： 

釋慧璩，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寺，讀覽經論，涉獵書史。眾技多閑，而尤善

唱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博，罄無不妙。⋯⋯後宋孝武（452 年

∼464年 5月在位）設齋，璩唱導。帝問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

天道助順，況復為逆。帝悅之，明旦別嚫一萬，後敕為京邑都維那。（《T50》

頁 416上）37 

此則記載中提及設齋的現場有法會儀式（唱導）、翌日有特贈之嚫（別嚫一萬）。

特別是其中凸顯出齋會中「唱導」之重要性。負責唱導者除了文學素養（讀覽經論、

出語成章）之外，隨機應變的能力（臨時採博）也不可或缺。所以齋會的儀式、參

與者的角色功能也一一呈顯出來了。總而言之，齋會活動中，混有「講」的要素，

也配合唱導的內容，這些都豐富化、複雜化「齋講」的功能及意義了。 

（2）法師與都講 

齋、講的物力、財力支援者——齋主，以及其嚫施，已經簡介如上，下文將討

論另外的主要人力——法師、都講。 

關於「法師」與「都講」二者在齋講場合的職責，簡要來說，可以說法師乃指

主講人；都講則意指輔佐法師而以宣唱經文的方式或以問答的方式進行講經的角

色，所以贊寧稱之為「敷宣之士」38，而僧叡則視之為「對揚小師」39。又，前者的

                                                 
36 其原文如下：「佛告比丘：彼云何名為嚫願九種之德？比丘當知檀越施主成就三法，所施之物亦成
就三法，受物之人亦成就三法。彼檀越施主云何成就三法？於是檀越施主信成就、誓願成就，亦不

殺生，是謂檀越施主成就此三法。所施之物云何成就此三法？於是施物色成就、香成就、味成就，

是謂施物三事成就。云何受物之人成就三事？於是受物之人戒成就、智慧成就、三昧成就，是謂受

施之人成就三法。如是達嚫成就此九法，獲大果報，至甘露滅盡之處。」（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

《增壹阿含經》卷 40，《T2》頁 765上） 
37 關於此事，贊寧略述云：「南朝宋孝武帝重慧璩。璩曾對帝唱導，於齋會中嚫璩一萬，敕為京邑都
維那。」（No.2126《大宋僧史略》卷中，《T54》頁 244 中）。但嚴格說來，贊寧之說實與《梁高僧
傳》之意已有不同。 

38 見No.2126《大宋僧史略》卷中，《T54》頁 23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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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之定義可由道安（312-385）、支道林（314-366）、梁武帝（464-549）等例加

以確認，所以法師確是主講經論者。 

都講，有兩大職責，一是為含靈轉經，二是負責向主講的法師提問40。北宋．

釋道誠《釋氏要覽》卷下（1019 A.D.）載述上列三者之事如下： 

梁僧旻法師講次，謂眾曰：昔彌天道安每講，於定座後，常使都講為含靈轉

經。此事久廢。既是前修，欲屈大眾各誦觀音經一卷。於是闔座忻然，遠近

相習耳。今亦念佛是也。⋯⋯〔都講〕，即法師對揚之人也。梁武帝每講經，

詔枳園寺法彪為都講。彪先舉一問，帝方鼓舌端，載索載徵，隨問隨答○晉

支遁至越，王羲之請講維摩經，以許詢為都講。詢發一問，眾謂遁無以答；

遁答一義，眾謂詢無所難。今之都講，但舉唱經文，而亡擊問也。（No.2127，

《T54》頁 295上∼中） 

由道誠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法師講經並不是唱獨腳戲，而是和都講針鋒相對地往

返問答，以澄清疑難。至於像支道林（314-366）與許詢之問答《維摩經》的精彩場

面則已是競逞舌鋒，充分展現魏晉清談的一面。雖然趙宋距離晉梁，在時代上相去

已遠，然而，道誠所述乃有所本，如第一則乃出自《高僧傳．僧旻傳》，第二則則

出自《廣弘明集》卷 19、《大宋僧史略》卷上等，至於第三則係出自《高僧傳．支

遁傳》（《T50》頁 348 下）、《世說新語．文學篇》等，諸例都並非空穴來風之

說。 

另外，關於「都講」之制，若就儒、佛、道三者的講經狀況來看，則三者皆有

「都講」之制41。至於三教的都講制之關聯42，湯用彤氏認為佛教自有其典籍根據，

                                                                                                                                      
39 見No.2126《大宋僧史略》卷中，《T54》頁 240上。 
40 另外，敦煌押座文類中所見到的「都講經題唱將來」（S.2440〈八相押座文〉）之語，顯示出都講負
責唱經題的職責。至於印度佛教中的都講，若據福井文雅氏比對梵漢經文的結果，則都講的梵文原

文應為 kathika，意為說法者（參見：氏撰〈都講的職能與起源〉，《高僧傳研究》頁 806，東京：山
喜房，1973年 6月）。 

41 關於二十四史中的儒家都講之制，請參見《余嘉錫文史論集》〈晉辟雍碑考證〉中的「都講」，長沙：
岳麓書社，1997年 5月一版一刷，頁 148-150。又，余氏採顏師古《漢書注》之說，認為「都講」
之「都」字意為「凡眾也」，也就是說「都講」是替代一般聽講者向主講者提出質疑或辯難的人。

而近人孫楷第氏則注解云：「都字似當訓董」，但並未明示典據（《俗講說話與白話小說》頁 81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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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是因襲儒家制度。湯氏甚至依據吳．支謙譯《大明度無極經》之原注而下結論

說：「據此則都講之制出於佛書之問答，至為明晰。」43對於湯氏之說，牟潤孫氏

則贊許為「殊為有見」44。至於福井文雅氏，則言及「都講」一職極可能是講經聚

會時輔助講演的助手，而且是儒、佛、道三教悉皆設置的職位45。另外，古勝隆一

氏在檢討湯、牟、余等諸位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之後，總結為「後漢以來的都講之

制也被佛教的講經場合所採納，〈都講〉一職由後漢以降直到南北朝時期，基本上

來說，在講課授業的情況下，我認為把都講視為擔任讀誦經典和負責質詢的人是應

該沒有問題的」46。古勝氏雖然未能注意到提供佛教方面訊息的贊寧與道誠之說，

但兩相對照，我們不難發現事實上的確早在一千年前的北宋時代，就已經明確指陳

出都講在讀誦經典（轉經、舉唱經文）和負責質疑（擊問，乃法師對揚之人）方面

之職能。 

事實上，儒、佛二家都有註解經文、詮釋經義的各式注釋——如：「注」、「文

句」、「義疏」、「玄義」類的著作。所謂「注釋」，它以各種方式呈現，若以現

代而言，例如：現代語譯（白話注釋和翻譯）、鑑賞、批評、評析等等皆屬之。這

些方式所呈現的是古代的遺產（古籍）並非被動地被繼承，而是配合當代之需，以

新眼光、新角度重新解讀、活用，而賦予它新生命，使其能超越時空的限制，再次

與當代的讀者對話、交流。現代的情況是如此，那麼，古代的情況呢？以兩晉南北

朝而言，當時的所謂「注釋」，若從注釋者的角度來說，應該也是意謂注釋者由當

代人的角度回溯古代、古人，而試圖重現古籍作者的過往經驗或見解，並將自己深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 

42 梁．僧祐撰《弘明集》卷 8云：「法師、都講、侍經者，是陸修靜傍佛依世制此名也。」（《T52》頁
49上）意即僧祐認為道教的都講制雖表面上是源自陸修靜，而實際上卻是沿襲自佛教制度。 

43 見氏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 85頁，台北：商務書局，1962年。 
44 見牟氏〈論儒釋兩家之講經與義疏〉一文，收錄於《現代佛學大系》第 26 冊，第 411 頁，台北：
彌勒出版社，1984年。 

45 參見福井氏撰〈「都講」的職能與起源〉，收錄於《高僧傳研究》第 796頁。福井氏之說值得參考的
主要是在於他嘗試對照出都講一詞的相應梵文，藉以比對出「都講」一詞的內涵。 

46 參見古勝氏博士論文《漢魏兩晉注釋學與『莊子』郭象注》第 165 頁，日本東京大學 1999 年。此
處係筆者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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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探索的這些成果展現出來，與讀者（書面記載）或聽講者（講經、論義）分享。 

而注釋的方式，若依佛教類典籍而言，則有「注」、「文句」、「文疏」、「義

疏」、「玄義」等。其中既有逐字逐句註解的章句式，也有掌握全書大義、發揮自

已獨特見解的玄義式47，前者如智顗（537-599？）的《法華文句》，後者如同為智

顗的《法華玄義》。 

名為「注」、「文句」、「文疏」、「義疏」、「玄義」之作，或為事前準備

的筆記，或為事後重新整理而成者48，當然也有由在場聽講者筆錄所成者49。所以講

經應與南北朝的義疏學不無關聯。相關論述，可參見牟潤孫氏〈論儒釋兩家之講經

與義疏〉一文。漢譯佛典的講授、注釋在南北朝的學僧、知識份子之間盛行一時，

這對佛典的中國化、普及化當然大有影響；至於俗化方面，則雖已露端倪，但其浸

潤人心卻有待於俗講、變文、變相圖等的推波助瀾。 

（3）導師 

「導師」之意非僅一種，如贊寧撰《大宋僧史略》卷中即提出二義，一為指引

路途者、另一為佛教法會儀禮中的唱導之師。其原文為： 

導師之名而含二義，若《法華經》中商人白導師，言此即引路指述也。若唱

導之師，此即表白也。故宋衡陽王鎮江陵，因齋會無有導師，請曇光為導。

及明帝設會，見光唱導，稱善，敕賜三衣、瓶、缽焉。（《T54》頁 244下）。 

上文中，釋曇光擔任的所謂導師，即是唱導之師，也就是五代時期所謂的「表白法

                                                 
47 以智顗為例，宋．孤山智圓曾簡要說明智顗解釋佛典的方式及其著作的命名方式如下：「智者（筆
者案：即智顗）釋經，解題稱『玄義』，解文稱『文』，玄文合成一部者則題為『疏』。」（《T39》頁
977中） 

48 儒家講經、撰義疏之例，如《南齊書》卷 21〈文惠太子傳〉記載：「永明三年，【文惠太子】於崇正
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以摘句令太僕周顒撰為義疏。」 

49 由在場聽眾筆錄所聞而成之「注」，有僧肇（384-414）的《維摩經注》等。據其自序云：「以弘始八
年，歲次鶉火，命大將軍常山公、左將軍安城侯，與義學沙門千二百人，於常安大寺，請羅什法師

重譯正文。⋯⋯余以闇短，時豫聽次。⋯⋯輒順所聞而為注解。略記成言，述而無作。」（《出三藏

記集》卷 8，《T55》頁 58中。）另外，情況相同的著名例子，尚有章安灌頂在聽智顗講經說法之際，
筆錄記載所得內容，因此而撰成者有《法華玄義》、《金光明經玄義》、《圓頓止觀》等書，這些都列

屬智顗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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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這正是佛教中專門負責宣唱的職稱50。 

又，上文中的曇光，其人傳記見載於《高僧傳》卷 13，梁．釋慧皎列之屬〈興

福經師導師〉，而云： 

釋曇光，會稽人。⋯⋯宋衡陽文王義季鎮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聲

境推光，以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焉。給車服人力，月供

一萬。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光曰：「獎導群生，唯德之本。上人何得

為辭！願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眾，輒道俗傾仰。

後還都，止靈味寺。（《T50》頁 416中） 

由此則記事應可知曉當代的齋會具有：（1）導師在法會現場引領唱導，（2）導師

手執香爐，處於眾人之中，（3）齋會雖為布施求福，仍有宗教儀節，故有唱誦，（4）

齋會中也進行懺悔儀式，故需撰製懺〔悔〕文51。導師既兼具上述多項職能，故受

「道俗傾仰」，也是理所當然。 

（4）與會者 

自印度以來，齋會、講會的性質不僅有宗教上的差異，也有性質上、規模上的

不同。但不論如何，修行者或僧侶都是在舉行各類齋會時優先邀請的對象，特別是

解行俱佳、德高學優者。所以本文概略分之為下列兩類，即（甲）僧侶或所特意邀

                                                 
50 「表白」一詞，在寺院中乃為僧侶的職務名稱之一，負責在法會現場上對眾宣讀疏文，如：「於天
寧寺開堂，師拈疏云：大眾見麼？箇裏薦得正法眼藏明明無覆藏，大事因緣歷歷生光彩。其或未然，

卻請表白對眾宣過。宣疏罷，師指法座云：大眾！⋯⋯」（虎丘紹隆等編《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 3，
《T47》頁 725 中）。「表白」是由唱導發展而來，所以「表白法師」也就是指《高僧傳》中轉讀經
文的經師，即唱經之人及宣卷之人（姜伯勤《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頁 414，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1996年 11月一版一刷）。 

51 關於懺〔悔〕文，其定義可分廣狹二義，狹義者乃指篇名或標題已明確標示「○○懺〔悔〕文」，
而廣義者則另外也廣泛包括了在法會上唱導的涉及禮拜及懺悔的贊文、禮贊文等。此處釋曇光所製

懺文究竟屬於何者，由於原文已佚，不得其詳。若以宋．錢易《南部新書》所述而言，錢氏認為懺

〔悔〕文之作始自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460-494），然而實際上蕭氏並無任何文章著述是以「懺〔悔〕
文」為標題（參見：梁．僧祐〈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錄〉，收錄於《出三藏記集》卷 12，《T55》
頁 85中∼86中），而且從時代先後來看，劉宋當然早於蕭齊，所以釋曇光的「製造懺文」也應早於
蕭子良，因此錢易之說應為誤謬。 
另外，齊梁時期的著名文學家沈約（441-513）的〈懺悔文〉則仍現存，因此配合其餘諸多記載來看，
最遲由南朝齊、梁時期開始，懺〔悔〕文類之撰製已與當時盛行的各式法會相對應般地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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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的高僧名德，例：列入各式齋僧法會（如：十僧齋、百僧齋等）中的僧侶。（乙）

不論僧俗，無所限制，如：舉行無礙齋講或無遮齋講時的各方人士。 

其中就（甲）僧侶或所特意邀請的高僧名德而言，例如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

《正法念處經》卷 47所說的「尊重人」，其原文如下： 

一居奢內置婆羅門設大齋會，集尊重人，飲食供養，施其財物。彼業因緣，

是故當來作帝釋王，名憍尸迦。（《T17》頁 279下） 

由此一文，可再度證知齋會時飲食、財物供養的布施求福之特性。印度的非佛教式

之齋會如是，那麼佛典中所呈現的佛教式齋會又如何呢？以「無礙齋講」而言，旨

在供養飯食、修諸功德，例如： 

或造僧祇四方無礙齋講，設會供養飯食，修此功德，來生我所。⋯⋯說是語

已，稱讚釋迦牟尼佛：「善哉善哉！能於五濁惡世教化如是等百千萬億諸惡

眾生，令修善本，來生我所。」時彌勒佛如是三稱讚釋迦牟尼佛。（姚秦．

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大成佛經》，《T14》頁 432上） 

至於中國的情況，則於六朝的梁、陳時代頻頻可見舉行「無遮大會」、「無遮齋講」

52，所以〈陸澄撰法論目錄序〉中記載云：「京師諸寺無遮齋講并勝集記第七」（梁．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 13，《T55》頁 92下），可以想見當時的盛行一時。 

2、齋講的座具與座位 

在舉行齋講的空間裡，參與者的位置安排也應有其章法，特別是在對於僧俗、

性別、戒臘之分頗為重視的佛教界。而座位的方向，也絕非雜亂無章。因此在這一

部分，筆者擬就三項內容討論，也就是（1）定座，（2）坐法、座具與座位，（3）

上講經、上高座。 

（1）定座 

至少從東晉道安（312-385）時就已經規劃好「定座、上講經」法之軌範，據梁．

                                                 
52 例如梁武帝於大同元年（535）3月、大同二年（536）3月、9月和 10月、大同三年（537）5月、

8月等多次舉行無遮大會（參見：《南史》卷 7、《梁書》卷 3、卷 54等）。而陳朝也於武帝、文帝、
宣帝的時期分別多次舉行（參見：《陳書》卷 2、卷 6、《南史》卷 9、卷 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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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皎《高僧傳》卷 5〈道安傳〉記載： 

【道】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

曰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

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T50》353頁中） 

所以，所謂「定座」，應是指在設立座位後，犍椎集眾，僧眾陸續進入講堂而入座

之意。而且入座時似乎必需依性別、戒臘而排序。如梁武帝請光宅法雲於華林殿前

登座講「食肉者斷大慈種」之義時，「輿駕親御，地鋪席位於高座之北，僧尼二眾

各以次列坐」53。又，根據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33而言，

確實必須「二部僧伽悉皆雲集。如世尊說，各依夏次而坐」（《T24》頁 371下）。

所謂「夏次」，即指夏臘高低。又，依宋．元照撰《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上一下

所言： 

說戒揵度，必先設座，後方鳴鐘。疏云：由聲告即集，床座未施，佇待悽惶，

非成獎務。制先定座，良在茲也。（《T40》頁 185下） 

雖然上述引文乃指說戒時的集會情況，但不論是法會、齋會等，凡僧尼集合時，場

所、座位的安排應當是事先妥善處理的。但是，也可見到例外的狀況，例如《新校

本南史》卷 48〈陸慧曉傳〉中所附王斌的記載： 

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

才辯，善屬文，能唱導，而不修容儀。嘗弊衣於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

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

此道人，祿蔌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敘勳僧正，何為

無隊父道人！」不為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座皆屬目。後還俗，以

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 

                                                 
53 《廣弘明集》卷 26，《T52》299上。既為席地而坐，中國向來自有禮俗，「首先，坐席要講席次（席
位），即坐位的順序，尊長和貴賓坐首席，稱『席尊』、『席首』，餘者依身份和等級依次而坐，不得

錯亂。」（朱大渭〈中古漢人由跪坐到垂腳高坐〉，收載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史考據文錄》下冊，頁

1603，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2月）。的確中國是重視長幼有序等倫常的國家，即便席次也不例
外，而佛教也重視僧俗之別、男女之分以及戒臘高低，所以中國佛教在席次上的規範恐怕難免受到

二者的影響。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十 四 期 

 

 86

由王彬尚未還俗前的聽講情況來看，一是坐位在安排上似應有尊卑之分，雖然王彬

「不為動」——根本不予理會，二則是坐位前有「機」（＝几）可供使用，情況如

同現今聽講時之桌椅組合。所以可說是雖有既定的座位安排原則，但也有例外。 

（2）坐法、座具、座位 

談到坐法、座具，則東土、西國各有民情風俗，其間差異具載於唐．義淨《南

海寄歸內法傳》卷 3，其中云： 

凡是坐者，皆足蹋地，曾無帖膝之法也。⋯⋯西國講堂、食堂之內，元來不

置大床，多設木枯并小床子，聽講、食時用將踞坐，斯其本法矣。神州則大

床方坐，其事久之。雖可隨時設儀，而本末之源須識。（《T54》頁 222 下

∼223上） 

文中談到中國的坐法是帖膝之法，也就是跪坐；而印度則是踞坐54，也就是「垂腳

而坐」，更明確地說，即是臀部坐在小床上，雙腳放下，足踏地。 

至於座具方面，中國以大床（牀之俗字）為坐具，而西國則是「設木枯并小床

子」。又，同書卷 1「食坐小床」項目中云： 

西方僧眾將食之時，必須人人淨洗手足，各各別踞小床。高可七寸，方纔一

尺。藤繩織內，腳圓且輕。卑幼之流，小拈隨事。雙足蹋地，前置盤盂。地

以牛糞淨塗，鮮葉布上。座云一肘，互不相觸。未曾見有於大床上跏坐食

者。⋯⋯東夏諸寺床高二尺已上，此則元不合坐，坐有高床之過。時眾同此，

欲如之何？⋯⋯即如連坐跏趺，排膝而食，斯非本法。幸可知之！聞夫佛法

初來，僧食悉皆踞坐。至于晉代，此事方訛，自茲已後，跏坐而食。⋯⋯又

經云：食已洗足，明非床上坐。菜食棄足邊，故知垂腳而坐是。佛弟子宜應

學佛。縱不能依，勿生輕笑。良以敷巾方坐，難為護淨。殘宿惡觸，無由得

免。」（No.2125 義淨撰《南海寄歸內法傳》卷 1，《T54》頁 206 下∼207

上） 

據義淨（635-713）所言，則原先中國僧侶用餐時也採行印度佛教式的踞坐方式，到
                                                 
54 踞坐，在中國向來被認為是傲慢無禮的坐法，例如《論語．憲問篇》中「原壤夷俟」，結果被孔夫
子斥責為「老而不死是為賊」，而且又「以杖叩其脛」。所謂「夷俟」，漢．馬融解釋為「夷，踞。

俟，坐也」（參見：何晏《論語集解》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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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晉代以後，才變成跏趺（盤腿）坐而進食的方式。據朱大渭氏的研究所示，「我

國古代由席地而坐，至秦漢逐漸在床、榻上坐，一般均為跪坐，床、榻體形低矮，

正合席地跪坐禮俗使用。而胡床的坐法，與我國傳統的跪坐禮俗不同，它是臀部坐

在胡床上，兩小腿和腳垂直踏地。」55 

附帶提及，「牀」在中國的起源頗早。確實在許慎《說文》中已述及：「牀，

安身之几坐也」，而後漢．劉熙《釋名．釋牀帳》也說：「人所坐臥曰牀」，也就

是說，牀原本是座具，到後來方才擴大用途為供坐、臥兩用，至於現今則純為臥具。

佛教傳入中國後也似乎採行中國原有的座具，例如梁．僧旻於天監末年在莊嚴寺講

堂開講時，由於聽講者過多，所以「不容聽眾，執事啟聞。有敕聽停講五日，悉移

窗戶，四出檐霤，又進給床五十張，猶為迫迮。」（《續高僧傳》卷 5，《T50》頁

462下∼463上）此文中所說的增加五十張床，應是提供聽眾的坐位之用。 

（3）上講經、上高座 

接著將探討「上講經」、「上高座」之義。 

關於「上講經」之意，依筆者猜測，或恐是指登上講經台的講座、高座之意，

箇中原因，一則是由於在「上講經」之後緊接著「上講」之語，二則是由於所設講

座乃是高座，而且因為「說法之儀，先施高座」56，故用「登」、「升」等動詞以

表示出往高處行進之意，所以「登講座」、「升法座」、「登法席」之詞語頻繁可

見。而當主講的法師登上講座並入座之後，法筵、講筵即將展開，故稱「上講」。 

「高座」一語，自印度以來即有，而中國往昔也的確以「高座」之語形容講經

僧侶，如：竺高座等57。而且講經時主講者須先升座，乃當時之作法，即便主講者

是俗人也不例外。如唐．惠詳撰《弘贊法華傳》卷 8所載李山龍之事，李氏雖為俗

人，然當他將為閻王誦經時，亦須先升高座58。所以唐．蘇鶚《杜陽雜編》卷下提

                                                 
55 朱氏之文〈中古漢人由跪坐到垂腳高坐〉，見載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史考據文錄》下冊，頁 1603-1615，
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2月。 

56 語出晉世沙門法炬共法立譯《法句譬喻經》卷 2，《T4》頁 586下。 
57 例如尸梨蜜有「高座」之稱（僧祐撰《出三藏記集》卷 13，《T55》頁 98下），而竺法護之師，人稱
「竺高座」（梁．慧皎撰《高僧傳》卷 1，《T50》頁 326下）。 

58 原文如下：「李山龍，馮翊人也。以武德年中任左監門校尉，忽暴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許，家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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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唐懿宗嘗賜贈長安左街名剎的大安國寺予二高座，其文如下： 

上（筆者按：指唐懿宗）敬天竺教，十二年（筆者按：指咸通 12 年，西元

871 年）冬，製二高座，賜新安國寺。一曰講座，一曰唱經座，各高二丈，

砑沉檀為骨，以漆塗之。錫金銀為龍鳳花木之形，徧覆其上。又置小方座，

前陳經案，次設香盆。四隅立金頴伽，高三丈。（《筆記小說大觀》第六輯，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83年） 

也就是在西元九世紀後葉時，法師與都講二者皆仍坐於高座上。而「高座」又分「法

座」、「經座」之別，前者係主講法師之座，而後者乃都講所昇坐之座，故又稱「唱

經座」59。 

事實上，此處所言，正是相傳為唐．知玄撰的《慈悲三昧水懺法》中所提及的

唐懿宗「賜沉香為法座」予當時住錫於安國寺的知玄之事60。 

又、「上高座」也表現出法師與都講的座位應有其方向。 

中國自古以來即重視方向的意義，所以有南面稱王、北面稱臣、東道主、西賓

等語詞。 

關於法師與都講的兩高座之方向，由於文獻所述情況不一，主要有二說，即：

北南相對之說、東西相對之說。前者如謝靈運〈「山居賦」自注〉61、《高僧傳》

卷 12〈曇邃傳〉62、〈誌公和尚十四科頌〉、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等；後者

                                                                                                                                      
忍殯斂。至七日而蘇，自說云：當死時，被冥官收錄。至一官曹廳⋯⋯見一大官坐高床，侍衛如王

者。山龍問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龍至階下，王問：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

設齊〔按：即齋〕講，恒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善！

可升階。既升廳上，東北間有一高座如講座者。王指座謂山龍曰：可升此座誦經。山龍奉命至座側，

王即起立曰：請法師升座。山龍升座訖，王乃向之而坐。」（藍谷沙門慧詳撰《弘贊法華傳》卷 8，
《T51》頁 36上） 

59 當然「唱經座」之語並非始見於唐代或《杜陽雜編》。 
60 其原文作「後悟達國師居安國寺，道德昭著，懿宗親臨法席，賜沈香為法座，思【筆者按：當為〈恩〉
之訛】渥甚厚。」（No.1910《慈悲水懺法》卷上〈御製水懺序〉，《T45》頁 968 中）筆者認為此則
記載當為《新校本舊唐書》卷 19〈懿宗紀〉所載錄的咸通 12年（871）之事：「上幸安國寺，賜講
經僧沉香高座。」 

61 賦文及謝氏自注，俱收錄於《宋書》卷 67〈謝靈運傳〉頁 1754以下，台北：鼎文。 
62 《高僧傳》卷 12，《T50》頁 406中∼下。按：小野勝年氏在論及法師、都講的南北方位時即採此為
例，見氏著〈圓仁所見到的唐代佛教儀禮〉（收錄於《慈覺大師研究》頁 206，天台學會出版，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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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相對之說，即法師坐東朝西——「登東向高座」63，而都講則坐西朝東——

「登西向高座」，此說見載於梁武帝〈斷酒肉文〉64、《法華經傳記》卷 9〈慈門寺

僧孝慈〉65等。上述二說皆呈現出中國人的方向觀，一般乃以北或東為尊為主66。 

以下簡略介紹上述諸文，首先是北南相對之說，如：《宋書》巻 67〈謝靈運伝〉

所收〈山居賦〉云：「啓善趣於南倡，帰清暢於北机。」自注中解云： 

眾僧冬夏二時坐，謂之安居，輒九十日，眾遠近聚萃。法鼓、頌偈、華、香

四種，是齋講之事。析說是齋講之議。⋯⋯南倡者都講，北机者法師。 

此說顯示出坐在南方高座上宣唱經文的是都講，而坐在北方高座上講解經文、論述

義理的是法師。 

而由《高僧傳》〈曇邃傳〉所載「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之說，可知

尊貴之位乃是坐北朝南，其原文如下： 

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

一日一遍。又精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嘗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

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己身在白馬塢神祠中，

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

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T50》頁 406中∼下）67 

這一則記載非常明確地記述了法師、都講的所在方位。 

另外，相傳為齊梁間的神異僧寶誌所述製的〈十四科頌〉中之〈真俗不二頌〉

                                                                                                                                      
年）。 

63 「登東向高座」一語，極容易理解為登上面向東方的高座，也就是坐西朝東的位置；然而，透過中
國傳統的方位觀——東為主、西為客，以及《法華經傳記》卷 9〈慈門寺僧孝慈〉所謂「西高座上
唱《集錄》者亦失音不語」（《T51》頁 92中∼下）之文句可知，負責擔任唱誦三階教經典的《三階
位別集錄》三卷或《三階集錄》之都講，乃坐在西方的高座上，由此可判定都講之座位為坐西朝東，

而法師的座位則為坐東朝西。 
64 梁武帝〈斷酒肉文〉，《廣弘明集》卷 26，《T52》頁 399上。 
65 《法華經傳記》卷 9〈慈門寺僧孝慈〉，《T51》頁 92中∼頁 92下）。 
66 參考：宋．洪邁《容齋五筆》卷 10〈斯須之敬〉、顧炎武《日知錄》卷 28〈東向坐〉等。 
67 同一記事復轉錄於《法華經傳記》卷 4（《T51》頁 62上∼中），但其中頗多文字上之訛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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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顯示出當時的講經概況頗似「論義」68——以探討經義為主。而且法師、都講之

「相爭」，也呈顯出會場上論辯的盛況。其原文如下： 

〈真俗不二〉  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四眾雲集聽講，高座論

義浩浩。南座北座相爭，四眾為言為好。（《景德傳燈錄》卷 29〈誌公和尚

十四科頌〉，《T51》頁 451中）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為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

三論。又聽高麗實講大乘經論，躬為南座，結軫三周。（法藏集《華嚴經傳

記》卷 3，《T51》p.162上） 

筆者按：法敏（579-645）係大明法師的弟子，乃三論宗的著名學者，相傳當他應邀

在越州（浙江省）的一音寺廣布講筵時，僧俗二眾由各地來集，被譽為「法慶之嘉

會」69。 

以上四則引述，即是法師、都講分坐北、南二高座的實例。以下將轉而引述法

師、都講分坐東、西二高座之例。如： 

五月⋯⋯二十三日旦，光宅寺法雲於華林殿前登東向高座為法師，瓦官寺慧

明登西向高座為都講，唱《大涅槃經》四相品四分之一，陳食肉者斷大慈種

義，法雲解釋，輿駕親御。（釋道宣撰《廣弘明集》卷 26〈慈濟篇〉，《T52》

頁 298下∼299上） 

梁武帝自稱「皇帝菩薩」70，信仰佛教極其虔敬，在位時「相續齋講，不斷法輪」71，

這次的法集勝會正與〈斷酒肉文〉有關。另外，時代降至唐代，三階教僧侶進行佈

教活動時，法會場上也採行東、西二高座之法。如： 

僧孝慈，年可五十。幼少已來依投信行禪師，說三階佛法。⋯⋯每說三階佛

                                                 
68 所謂「論義」，即「賓主往來，詮正理故。」（道液撰集《淨名經關中釋抄》卷上，《T85》頁 508上）。 
69 其原文如下：「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眾集，義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
僧千二百人、尼眾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紀，時為法慶之嘉會也。」（釋道宣撰《續高僧傳》卷 15，
《T50》頁 538中）又，文中提及的「高麗實」法師（∼601∼）是當時活躍在江南的高麗國出身之
三論宗學僧。《續高僧傳》卷 14〈釋慧持傳〉中也曾言及之（《T50》頁 537下）。 

70 參見：釋道宣撰《廣弘明集》卷 4．梁高祖武皇帝〈捨事李老道法詔〉（《T52》頁 112中）。 
71 語見《續高僧傳》卷 1〈釋寶唱傳〉（《T50》頁 42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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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時嘗言：不合讀誦大乘經典。若讀誦者，入十方阿鼻地獄，急須懺悔。後

於一時在岐州說三階佛法，于時有一優婆夷持法華經，又勸有緣誦持法華

經。⋯⋯於時禪師處眾中懺悔持法華經，罪其元首勸持法華經。優婆夷情中

不忿，遂於大齋日，禪師為眾說三階佛法。當此時，座下萬人以來。其優婆

夷於大眾中燒香發願，言：若某乙持法華經不稱佛意，願某乙見身著惡病，

令大眾共知持法華經得此罪報。又願生身陷入阿鼻地獄，願眾同見。若某乙

持法華經稱順佛意，禪師亦爾。當此優婆夷發願之時，其禪師被神打，失音

不語。西高座上唱《集錄》者亦失音不語。下既有五箇老禪師，亦失音不語。

其先捨誦法華經數人，因此既發心，誦法華經更生殷重。（《法華經傳記》

卷 9〈慈門寺僧孝慈 21〉，《T51》頁 92中∼下） 

可見東西相向以講經、唱誦經典之事例雖較少見，卻依然有之。 

3、齋會 

上文已論述齋字之佛教語義，其中之一為供給僧侶食物為齋，所以提供齋食的

法會活動即稱為齋會。在這一段落中，筆者將解析中國式齋會的內容及意義。 

中國古來即有「齋會」之語詞，以正史記載為例，如《後漢書》卷 25〈魯恭傳〉

中就已經記載，東漢和帝永元九年（97 A.D.）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而其中的

「飲酎」之義，《後漢書音義》解云：「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者，言醇也。」

而衛宏《漢舊儀》則云：「大祠曰飲酎」。此一「飲酎」之儀，其來有自，據《呂

覽》卷 4、《禮記．月令》等之說，乃天子於八月施行之禮儀，這一禮儀在漢代時

曾經多次實施，所以葛洪《西京雜記》卷 1詳細云：「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

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因此若據上述諸文而言，東

漢時代的齋會意涵仍尚與印度佛教式的齋會大相逕庭。所以真正符合佛教意義的「齋

會」之語詞其實有待於時代較晚的《魏書》、《南史》、《北史》等之記載。以《魏

書》為例，其中載述北魏孝明帝（統治時期為 515年至 527年 2月）、胡太后（？

-528）時舉行「齋會」的事蹟，特別是胡太后掌理國政時，由於她篤信佛教，曾數

起大寺（如永寧寺），又「數為一切齋會」（《魏書》卷 19〈任城王雲傳〉），影

響所及，北魏當時連民間亦「競設齋會」（《魏書》卷 47〈盧玄傳〉）。六世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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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國北方狀況如是，而南方蕭梁的情況亦相去不遠。 

至於「齋會」在中國佛教中的意義，或許可藉由中國佛教的類書——五代．釋

義楚撰《釋氏六帖》卷 6所記載的「齋有三種」、「齋食無觸」等等，而窺知箇中

端倪。所謂「齋有三種」之三種齋，其內容為根據《齋經》之說的「佛曰：齋有三

種，一牧牛齋，如飼牛兒常思水草；二外道齋，自餓欲生天上；三八戒齋，求佛無

為八支道。」72而「齋食無觸」之內容則為引據《護淨經》的「若欲齋僧，未齋之

時，其物餘者不得與餘有情食；菜葉、米甘不棄於地，齋餘食不得與不齋者食。食

者破齋，一粒為一鐵丸等。」73事實上，不論是三種齋的內容或「齋食無觸」之說，

主要乃就設會供養僧眾飲食，以及修八關齋戒法等方面加以論述，基本上可以說是

源自印度佛教之作風。 

總括而言，不論是就印度佛教或中國佛教來看，齋會的意義乃以福業為主。例

如：依照《中阿含經》卷 6之說，可知印度的齋會乃指供養飲食之宗教性集會，其

原文如下： 

尊者舍梨子！我往昔時，少有所為。至王舍城，寄宿一長者家。時彼長者明

當飯佛及比丘眾。時彼長者過夜向曉，教敕兒孫、奴使、眷屬：「汝等早起！

當共嚴辦。」彼各受教，共設廚宰，供辦餚饌、種種腆美。長者躬自敷置高

座，無量嚴飾。尊者舍梨子！我既見已，便作是念：⋯⋯時彼長者而答我曰：

吾無婚姻事，亦不迎婦，不為節會，不請國王及呼大臣。但為齋會，施設大

施，明當飯佛及比丘眾。（《中阿含經》卷 6，《T1》頁 459下） 

而在中國，以最頻繁舉行齋會的蕭梁時期而言，齋會依然缺少不了飲食的供養，

                                                 
72 收錄於《現代佛學大系》第五冊，頁 111（台北：彌勒出版社，1982年初版）。但義楚《釋氏六帖》
卷 6之說已與《齋經》之原文頗有出入，其間異同可參看《T1》（頁 911上）。 

73 此文亦收錄於《現代佛學大系》第五冊，頁 111。然而《護淨經》之原文如下：「自今以後，欲得福
祐，佐眾僧作食，以清淨手捉眾僧淨器，淨手淘米，及以淨米著眾僧淨食中者，得福無量。自今以

後，以此為常。一切眾人，普使聞知。一切檀越施設法會，供齋調度，持齋者得食，不持齋者不得

食此飯。一日持齋，得六十萬世餘糧。不持齋者，六十萬世墮餓鬼中。何以故？此信施難銷。故寧

吞熱鐵丸，不食此飯。吞熱鐵丸，須臾間耳，食此信施，久受大苦，五百萬世中受餓鬼苦。諸有設

食之處，一切如法作齋。不得懷挾餘殘食歸給妻子。若食此飯，若腋底挾擔，後五百世常挾熱鐵輪，

左腋底入，從右腋底出。一切齋飯不可不慎，一米化作熱丸。」（《T17》頁 565 中）由原文、引文
的對比，可知義楚《釋氏六帖》之說已與《護淨經》之原文差異頗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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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若是大型齋會，則更是需要齊集諸多人力、物力方得付諸實施。例如： 

釋僧旻，姓孫氏，家于吳郡之富春。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幼孤養，能

言而樂道。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為僧回弟子。⋯⋯旻所造經像全不封

附，須者便給，放生布施，未嘗倦廢。弟子諮曰：和上所修功德誠多，未始

建大齋會，恐福事未圓。旻曰：大齋乃有一時發起之益。吾寡乏人力，難得

盡理。又且米菜醬酢、樵水湯灰，踐踰澆炙，信傷害微蟲，豈有數量。慮有

此事，故不敢為也。（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卷 5，《T50》頁 461 下∼

463中） 

上文中的僧旻（467-527）為南朝齊．梁時期望重一時的名僧，然而連他也有「寡乏

人力，難得盡理」之歎，可以得知當時齋會之規模已相當可觀。另外，由此則記事

尚可得知下列事實：（1）建齋設會，旨在求福，（2）建齋頗耗費人力、物力，（3）

建齋會需預備供養的飲食。 

佛教式的齋會既然有其獨特的意義，而且應該注意的事項也包括了事前準備及

供齋完了後的餘食之處理，但它終究是以飲食的供養為主。 

而齋會舉行的緣由有哪些呢？若依照上述〈道溫傳〉所言，則是造佛菩薩像完

成後的慶典74，然而在〈曇瑗傳〉中則言及「慶弔齋會」75，雖然其意可解讀為（甲）

喜慶時或逢喪事時所設的齋會，（乙）喜慶宴會、喪事以及齋會，但筆者以為應以

                                                 
74 原文如下：「釋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大明中敕為都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460年）
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高僧傳》卷 7，
《T50》頁 372中）。 

75 原文如下：「釋曇瑗。未詳氏族。金陵人也。⋯⋯帝【案：指陳宣帝】又下敕榮慰，以瑗為國之僧
正，令住光宅。苦辭以任，敕特許之。而栖託不競。閉門自撿。非夫眾集，不妄經行。慶弔齋會，

了無通預。」（唐．釋道宣撰《續高僧傳》卷 21，《T50》頁 608下∼609上） 
筆者案：所謂「慶弔齋會，了無通預」意當為任何婚喪喜慶時所設齋會，曇瑗毫不參預。此解讀，

可藉敦煌文書予以證實，如〈伯 2341背〉的〈亡考文兼社齋文〉、〈伯 3722背〉的〈遠忌並邑文〉
等即是為亡者忌辰所設的齋會，乃屬弔唁式齋會。而喜慶式齋會，例如《酉陽雜爼》續五〈寺塔記〉

中所記載的「翊善坊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為寺。初鑄鐘成，力士設齋慶之。」（《津逮

秘書》，3丁右）。小野勝年氏曾簡潔說明齋會及其施行的目的如下：「齋會有時有施主供養，這種情
況下就稱為某齋、某供。這是施主為了祈願、功德、祝賀、致謝、為亡者祈福行善而施行者。」（小

野勝年〈圓仁所見到的唐代佛教儀禮〉，天台學會出版《慈覺大師研究》，頁 184-185，1964年。筆
者中譯）。可見得「齋會」確實已經廣泛運用在各式慶弔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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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之解說更為合理。其理由為：出家僧侶本以修行為業、以解脫成佛為終極目

標，所以與在家信眾因婚喪喜慶之事而設的齋會理應儘可能減少瓜葛。 

至於「齋講設會」的目的何在呢？若由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來

看，其中提及「齋講設會，供養飯食」76，所以或許印度的「齋講」之主要目的係

在於「施僧常食⋯⋯供養飯食，修功德」77。然而印度習俗，修行者接受供養後其

實需為施主咒願，然後說法。 

另外，若就上文已提及的《高僧傳》卷 13〈曇光傳〉來看，中國式的「齋會」

似乎有其儀節。其原文如下：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宋衡陽文王義季鎮荊州，求覓意

理沙門共談佛法，聲境推光，以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焉。

給車服人力，月供一萬。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光曰：「獎導群生，唯

德之本。上人何得為辭，願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

眾，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梁．釋慧皎撰《高僧傳》卷 13（興福

經師導師），《T50》頁 416中） 

由此則記事應可知曉劉宋當時的齋會具有：（1）有導師引領唱導，（2）執【香】

爐，（3）有唱誦，（4）有懺【悔】文。事實上，若由上述四項內容來看，可說齋

會已經具足「法會」之內容，所以齋會與講經說法的法會之混同舉行，也就極為理

所當然了。 

附帶補充一句，所謂「法會」，乃是「聽經」78、「講經說義」79、賓主往還的

                                                 
76 其原文如下：「或以施僧常食，齋講設會，供養飯食，修此功德，來至我所。⋯⋯善哉釋迦牟尼佛！
能善教化如是等百千萬億眾生，令至我所。彌勒佛如是三稱讚釋迦牟尼佛，然後說法。」（後秦．

鳩摩羅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T14》頁 425上）。 
77 典據同上（《T14》頁 425上）。 
78 法會對與會大眾而言，其重點在於「聽經」，這是源自印度佛教，例如：「昔者有人作性仁賢，修奉
經戒，精進守德⋯⋯若有法會，輒往聽經，不以厭惓。」（西晉．竺法護譯《生經》卷 4，《T3》頁
94下） 

79 法會的「講經說義」之特色，乃自印度佛教以來即已有之，例如西晉．竺法護譯《生經》卷 5中云：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俱。爾時有一比丘尼子捨家為道，喜詣家家，與

諸白衣雜錯麤獷，行不純一。母數訶之：勿得爾也，行有節限。若有法會，講經說義，乃可行耳。

無得效進為俗間事。父亦呵之。」（西晉．竺法護譯《生經》卷 5〈佛說雜讚經〉，《T3》頁 10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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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論場所80，然而「法會」同時也是祈福樹善的好時機，如： 

昔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鄰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至蔥嶺東。河西蕃

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諸國，

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伽藍，即

夏居之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子，容貌服飾頗同中夏。其後得還本國，心

存故居。雖阻山川，不替供養。故今僧眾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興法會，

為諸質子祈福樹善。相繼不絕，以至于今。（玄奘譯、辯機撰《大唐西域記》

卷 1，《T51》頁 873下∼874上） 

正因法會也成為建福、興福的因緣，所以相關的宗教儀節也就逐漸加入，如： 

釋元皎，靈武人也。有志操，與眾不群，以持明為己務。天寶末，玄宗幸蜀，

肅皇於靈武訓兵，計剋復京師，為物議攸同，請帝即位，改元至德。及二年

返，轅指扶風。帝素憑釋氏，擇清尚僧⋯⋯尋敕令皎向前發至于鳳翔，於開

元寺置御藥師道場，更擇三七僧六時行道，然燈、歌唄、讚念、持經，無敢

言疲，精潔可量也。忽於法會內生一叢李樹，有四十九莖，具事奏聞。宣內

使驗實，帝大驚喜，曰：此大瑞應。（贊寧等撰《宋高僧傳》卷 24〈唐鳳翔

府開元寺元皎傳〉，《T50》頁 864中） 

由此可見，法會已由印度原本的「講經說義」式，加入莊嚴道場的燃燈、歌詠讚嘆

的贊唄等內容而豐富了其意義，當然「祈福樹善」的重視福德之意也不言而喻了。 

4、講經儀式 

關於齋講的會場實際概況，荒牧典俊氏則作出如下的推測：「齋講時，首先齋

主等人手執香烟裊裊的香爐，而且恐怕是一邊唱誦梵唄、一邊行道、禮拜。」81但

此說恐怕是根據現今的實施情況以推測古代的情形，而且敦煌文書中之齋主或為「捧

                                                 
80 法會現場，主講者回應來賓的質疑也是屢見不鮮的情況，如蕭梁時期，「每大法會，帝【筆者按：
乃指梁武帝】必親覽，以觀講論。賓主往還，理致途趣，如指掌也。」（唐．釋道宣撰《大唐內典

錄》卷 4，《T55》頁 267中） 
81 詳參：荒牧典俊：〈關於南北朝前半期教相判釋的成立〉，福永光司編《中國中世的宗教與文化》（京
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2年），頁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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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虔跪」（伯 2341背）、或「坐前施主跪雙足，焚寶香，虔心設請」（斯 5573）、

或「今此會齋主某公長跪持爐」（斯 8187），所以荒牧氏之說應屬臆測。 

然而講經、說法確實應有其儀式，但以下僅止於簡介（1）上講與行香、（2）

講經儀式等二項內容。 

（1）上講與行香 

講經、說法乃有其儀式，此由新羅時期（618-935）的僧侶義寂82之《梵網經菩

薩戒本疏》所述即可得知，其中云： 

〈第七敬心說法戒〉 若佛子常行教化，起大悲心，若入檀越貴人家，一切

眾中，不得立為白衣說法，應在白衣眾前高座上坐。法師比丘不得地立為四

眾說法。若說法時，法師高座，香華供養，四眾聽者下坐。⋯⋯一切眾中已

下，正明說法儀式。於中有二，一明為白衣說法儀，二辨為四眾說法儀。（義

寂述《菩薩戒本疏》卷下末，《T40》頁 688上） 

上文中，義寂解讀梵網戒的內容，認為在僧侶、在家人說法時，其儀式應有所不同，

而且應注意「恭敬心」的心態，並將它表現在具體的儀節上。雖然義寂為一介異國

僧侶，然而一則由於他所追隨的師長是著名的來華僧義湘（597-702），而且當時韓

國、日本二鄰國都正積極向唐朝吸收、學習政治制度、文化、佛教等各方面的成就，

因此義寂所言，應不僅只是代表他所見聞的當時新羅佛教之法會概況而已。 

除了受中國影響的新羅佛教之說法情況之外，我們另外也可由中國僧人的記載

明確得知中國佛教的講經活動，確實有其儀式，如梁．慧皎《高僧傳》卷 5〈道安

傳〉記載： 

【道】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

曰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

                                                 
82 新羅（618-935）僧義寂之生卒年代不詳，但他師事著名的來華僧義湘（597-702），為其門下十大德
之一。他的著述頗豐，除了本文所提及的《菩薩戒本疏》之外，另有《大涅槃經綱目》、《大涅槃經

義記》、《大涅槃經云何偈》、《法華經料簡》、《法華經靈驗記》、《瑜伽義林》、《成唯識論未詳訣》、《大

無量壽經疏》、《觀無量壽經綱要》等（參見：中吉功編《海東佛教》頁 13-14，東京：國書刊行會，
昭和 48年印刷發行。日本．忽滑谷快天著、朱謙之中譯《韓國禪教史》頁 51-53，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入社，1995年 3月一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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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T50》353頁中） 

對於這則記載，誠如宇井伯壽氏所言：「（道安所定三例的內容，）自古以來未能

充分詳知其意，而且三例之中出現二次〈講〉字，所以甚至有省略前一〈講〉字者。」

（《釋道安研究》頁 25）但是宇井氏又說： 

我們可以認為：道安開始設置講經台，講經者可能在登上講經台之前或之後

行香，而後進行講解，一一講述經文。為此緣故，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的

三分科經法乃定案下來。講經台的後方羅列佛菩薩尊像，也布置了幢幡。道

安在講經方面的這些作法，的確可以說是在各方面都是劃時代性的。（同上，

頁 25） 

宇井氏之見解，確實已掌握到《高僧傳》上述記載中所提及的道安三例對中國佛教

儀禮方面的重要意義。但是他的見解事實上已經講述了比原文更具體的講經會場的

布置、莊嚴，因此其中是否有過度猜測的部分呢？ 

若就「行香」而言，由於供僧、行道、法會時都少不了行香，所以甚至有「行

香梵」83、「手爐」、「柄香爐」84，所以唐釋道昂據高座而歸寂時，「但見香爐墜

手，即於高座而逝。」85因此香的功用正如贊寧在《大宋僧史略》卷中之說：「香

為信心之使」。贊寧在該文中又引用《大遺教經》說：「比丘欲食，先燒香唄讚之」，

並且提及道安法師所制三例中之第一例是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斯乃

中夏行香之始也。」（《T54》241頁中∼下） 

                                                 
83 「行香梵」即指唱誦宋．求那跋陀羅譯《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的「如來妙色身，世間無
與等，無比不思議，是故今敬禮。」之文（《T12》頁 217 上∼中）。而這種方式在唐代已可見到，
例如釋道世撰《法苑珠林》卷 36〈唄讚篇第 34〉以及釋道宣撰《續高僧傳》卷 30等皆已記載，道
宣《續高僧傳》卷 30中說：「至如梵之為用，則集眾行香，取其靜攝專仰也。⋯⋯若都集道俗，或
傾郭大齋，行香長梵，則秦聲為得。」（《T50》頁 706 上∼中）可知當時因為普遍盛行，甚至已經
有各地腔調上的差異。 

84 有把手的香爐即稱「手爐」、「柄香爐」。香爐是比丘十八物之一，也是佛前安置的三具足之一。 
85 「唐道昂。魏郡人。師靈裕法師，常於寒陵山寺講華嚴、地論，稽洽博詣，志結西方，願生安養。
後自知命極，預期八月，人未之測也。至八月朔日，無所患。問齋時至未，即昇高座。身含奇相，

爐患【筆者案：當為＜焚＞之誤訛】異香，引四眾受菩薩戒。詞理切至，聽者寒心。⋯⋯昂曰：今

西方靈相來迎，事須願往。但見香爐墜手，即於高座而逝。足下有普光堂等字，遐邇驚嘆。」（《T51》
頁 131下∼132上）由此文可知，昇高座講經、授戒時必然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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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似乎北宋初年的學問僧贊寧（919-1001）也頗贊同於梁．慧皎之說，

認為東晉道安（312-385）確實就是制定中土「行香」儀制的人。另外，日本來華僧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 1中言及唐憲宗元和九年（814）十一月時，他在揚州

開元寺所見聞的「行香儀式，與本國一般。」86，可以得知中日兩國當時皆已有行

香的儀式，而且兩者相同。 

（2）講經儀式： 

由上文所述，我們可以知道中國佛教界由相當早的時期已積極進行講經說法的

活動，然而早期的相關宗教儀節卻少見完整記載，但是唐代釋道世編纂的《法苑珠

林》卷 24〈勒那傳〉中卻有蛛絲馬跡可尋。 

關於勒那其人，梵文原名為 Ratnamati，又譯為勒那摩提、寶意。為中天竺人氏，

於元魏宣武帝正始五年（508）抵達洛陽。曾經奉敕與菩提流支共譯《十地經論》、

《妙法蓮華經優波提舍》等。在中國乃以地論宗南道派祖師、七種禮法等知名。以

下即為《法苑珠林》〈勒那傳〉之記載： 

元魏時有中天竺沙門勒那，魏云實【筆者按：當為＜寶＞之訛】意，是西國

人，不知氏族。遍通三藏，妙入總持，以魏永平之初來游東夏。宣武皇帝每

請講華嚴經，披閱精勤毋廢。一日正處高座，忽有一人持笏執名者，形如大

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

文，當來從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

皆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如所請見講諸僧。既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

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眾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四人亦

同時殞。魏境道俗聞見斯異，無不嗟嘆。（釋道世撰《法苑珠林》卷 24，《T53》

頁 467中） 

由此則記載可知北魏時期中國境內的佛教講經法會場合，除了主講的法師之外，另

有都講、香火、維那、梵唄等四類職事人員87。其中都講之職責已於上文討論，而

                                                 
86 參見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頁 12下。 
87 關於「都講香火維那梵唄」之解讀，筆者係採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 6（《T55》頁 540中∼
下）以及唐．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 9（《T55》頁 838 下∼839 上）之說——「都講等四
僧亦同時俱逝」，而詮解為四種僧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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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火」應是法會現場負責行香、焚香以莊嚴會場之人，因為以香、華等供養佛陀

乃是沿襲印度以來的習慣88，至於「梵唄」則是負責轉經、歌詠頌贊者，「維那」

一職則身負數項職責，如鳴犍椎、監食以及集合僧眾平議糾紛等89。由於講經法會

的分工已經細分化，而且也職責也相當明確，可知應該不是傳承的初期狀況。 

事實上，除了中天竺沙門勒那之例，另有同為北魏時期的沙門釋僧意也曾應天

帝之邀進行說法活動，而且，與之相互搭配的法會道侶——都講、香火、唄匿等人，

當時雖非同在一處，卻「皆同日而終焉」。關於釋僧意的原典記載如下： 

釋僧意，不知何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輒天花下散在于法座。元魏

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於暮齒，精誠不倦。⋯⋯意奉法自資，

束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沙彌死來已久，見拜云：違奉已來，常為天帝驅

使。栖遑無暇，癈修道業。不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苦。意

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

偉麗殊特。眾僧初見，但謂是何世貴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意爾日無疾而

逝，方知靈感。其都講住在光州，自餘香火、唄匿散在他邑，後試檢勘，皆

同日而終焉。（唐．釋道宣撰《續高僧傳》卷 25，《T50》p.647.1） 

此文雖未提及「維那」一職，但與上文相互對比，仍可知曉舉行講經法會時，會場

所需的相關執事人員及其職責。 

（三）齋講的內容 

筆者在此所言「齋講的內容」，主要以「齋講之事、齋講之議」為主，而試圖

補充上文多談齋講現場人員之不足。其次也將說明，除了明確稱為「齋講」者之外，

也有專修一經之齋會的情形，那些雖然僅稱「齋」而未言「講」，其實卻包含「講」

在其中，例如有明確標名金光明齋、普賢齋、仁王齋、涅槃齋等等的即是。 

首先關於「齋講之事、齋講之議」，其中前者的「齋講之事」，意即齋講時的

                                                 
88 例如隋．瞿曇法智譯《佛為首迦長者說業報差別經》說：「若有眾生奉施香華，得十種功德，一者
處世如花，二者身無臭穢⋯⋯」（《T1》，頁 895上），明顯地鼓勵佛教徒布施香與華。 

89 「維那」一職，在姚秦時代又名悅眾，乃自印度佛教以來即已設有此職（參見：《十誦律》、《南海
寄歸內法傳》卷 4），後至禪門，則演變為掌理僧籍及表白等事之僧職（參見《祖庭事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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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布置、必備事物。就此點而言，並無完整的儀式或法會布置之記載，然而透過

零星的記載，以及後世的情況，我們依然可以理出一些頭緒。例如由謝靈運〈山居

賦〉自注中，我們可以看到法鼓、頌偈、華、香、幡、伎樂的排場90，而由三論宗

的興皇法朗（507-581）的例子，似乎也能依稀目睹耳聞「齋講」會場之盛況。 

釋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也。⋯⋯昔梁天監十年六月七日，神僧寶

誌記興皇寺云：此寺當有青衣開士廣弘大乘。及朗遊學之時，初服青納，及

登元席，乃與符同。又南陌居士杜法粲年踰八十，頗識歸心，昔夢寺內有幡、

花，天伎側塞殿堂，緇素法眾充仞筵席。洎朗來儀，創會公私齋講，又盛符

焉。（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卷 7，《T50》頁 477下） 

如果上文中的「齋講」並不是表示分別舉行「齋」、或「講」的話，則文中的「幡、

花、天伎」應是指「齋講」的現場有幢幡、花卉的布置以及伎樂，並且僧俗共同參

與。由此文可以想見興皇法朗的講經弘法盛況，而三論宗學也確實是在法朗的時期

才臻至隆盛91。 

而所謂「齋講之議」，在謝靈運的〈山居賦自注）中，提及「析說是齋講之議」，

這明確地提示了劉宋時期的齋講活動重點之一是論議，而論議的具體方式則涵蓋分

析、說明。換句話說，講說經律論三藏、論析佛教教理正是齋講會場的內容。這由

釋慧聰（生卒年不詳）以及上文已敘述的釋彥琮（557-610）92之實例，也可以確知

「齋講」活動是有講經（或論）說法、探討佛理的法會。 

釋慧聰，姓王。出家已後遊行齋講，手不釋卷，尋經旨趣，心自欣躍。（唐．

道宣撰《續高僧傳》卷 25，《T50》頁 663上） 

也由慧聰、彥琮二例可知，隋唐時期的「齋講」活動之舉行乃頻繁可見，因此

                                                 
90 法鼓、頌偈等與齋講之關係，見載於《宋書》巻 67〈謝靈運傳〉所收〈山居賦〉，其中云：「啓善趣

於南倡，帰清暢於北机。」謝氏於自注中解云：「眾僧冬夏二時坐，謂之安居，輒九十日。眾遠近

聚萃，法鼓、頌偈、華、香四種，是齋講之事。」而幡、伎樂則見載於道宣撰《續高僧傳》卷 7〈釋
法朗傳〉（《T50》頁 477下）。 

91 關於興皇法朗對於三論宗發展的意義，平井俊榮氏形容為「到了法朗，三論學的隆盛達到巔峰」（參
見其著作《中國般若思想史研究》第 288頁）。 

92 參見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卷 2，《T50》頁 43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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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能「遊行齋講」——到處自由地聽講、學習，「尋經旨趣」——探討佛理。 

至於專修一經之各種齋會，首先是早期即已知名的「金光明齋」。歷來實際實

踐此齋者有北魏釋玄高、隋釋智顗、北宋知禮、北宋遵式等高僧，而僧俗二眾如陳

文帝、智顗、知禮、遵式等人也分別撰有〈金光明懺文〉、〈金光明齋碑文〉、《金

光明懺法》、《金光明護國儀》等相關懺文。其次是「仁王齋」，依唐．姚思廉《陳

書》記載，陳武帝曾在永定 3年（559）於內廷設「仁王大齋」，唐．道宣撰《續高

僧傳》卷 14 也記載釋智琰於「陳至德 3 年（585），建仁王齋集。」（《T50》，

頁 895上）這類齋會之實施詳情雖然有詳有略，但是依然不難由齋會、齋講類活動

在中國的南方、北方都頻繁實施的情況而合理地推測，應是齋會加上講解佛典的宗

教性集會。 

若僅就南朝時期的施行實況，特別是以菩薩皇帝著稱的梁武帝頻繁施行齋講來

看，我們可藉由「不斷法輪」之語推知齋講確實是少不了講經說法的活動。 

武帝蕭衍⋯⋯每捨身時地為之震。相繼齋講，不斷法輪。於鍾山起愛敬寺，

青谿起智度寺，臺內立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室。（隋．費長房撰《歷代三

寶紀》卷 11，《T49》頁 99中∼下）93 

而齋講的實施，至於唐代依然興盛不衰，例如由唐代時期智琰法師的「率五百

人月建齋講，十年不替」94即可窺知。又由唐．道世《法苑珠林》卷 30所言：「或

有專營福利供養三寶，或有興建齋講，化俗入道，或有營造經像，締搆伽藍。」（唐．

道世《法苑珠林》卷 30，《T53》頁 506上） 

由上文所述，可知到了唐代，齋講更是成了「化俗入道」之法施。但也正因如

                                                 
93 此事也載錄於唐．法琳撰《辯正論》卷 3〈十代奉佛上篇第 3〉，《T52》頁 504上。必須附帶說明的
是，相對於南朝，北朝當然也有其齋講盛況，如北齊顏之推《家訓．歸心篇》所述：「一被法服，

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唐．道宣《廣弘明集》卷 3，《T52》
頁 108上∼中）。 

94 「法師智琰，⋯⋯行三淨業，修十六觀。率五百人月建齋講，十年不替。講《法華》、《淨名》皆三
十遍，《觀音玄》三十遍。貞觀八年冬示疾。」（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 22，《T49》頁 245中∼
下）而此則記載的參考資料或許為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卷 14 的「行三種淨業，修十六妙觀。
與州內檀越五百餘人每月一集，建齋講觀，勝輪相踵，將逾十載。」（《T50》頁 53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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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迎合世人現世需求的齋講之福業意義愈發被強調，所以弊端也隨之而來，因此

道世乃在二部編著中重複揭露「競興齋講，強抑求財」的當時社會現象，其說如下： 

今時末世，道俗訛替，競興齋講，強抑求財，營修塔寺，依經不合，反招前

罪。（唐．道世《法苑珠林》卷 81，《T53》頁 885下。道世《諸經要集》

卷 10，《T54》頁 91中） 

演變至北宋時代，主張三教合一的雲門宗僧契嵩依然主張「過喪期，唯父母忌

日、孟秋之既望，必營齋講」95。可知北宋時期設立齋講的意義已經演變成了替死

亡的親人眷屬追福、造作功德的一種具體措施，也就是說，齋講已成為慎終追遠、

緬懷先祖的追薦超度之孝行。 

另外，中國之外，日本也有此一「齋講」之活動。依據《織田佛教大辭典》所

載，所謂齋講是「指正月後七天在大極殿舉行的御齋會。設齋供而且講《金光明經》」。

（頁 585上）由此可知，日本所舉行的齋講活動，是既設立佈施飲食的齋會，同時

也設立講經佈道的講會。至於另一東鄰韓國，也有「齋講以資亡靈」的記載96。 

四、結論 

由上述討論，吾人可以簡要地整理出下列所得，亦即： 

1、從字源字義、先秦諸子文獻、正史、僧傳、敦煌文獻（《敦煌文獻語言詞典》、

《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中皆未收載此「齋講」之詞）等相關資料來看，齋講乃中國

古來早已有之的宗教色彩濃厚的活動，但中國佛教的齋講活動之實施乃源自道安，

而最盛期則是由南北朝橫跨至隋唐時代。 

2、齋講的實施形式：並非一成不變，乃隨時代而變遷，所以其語義也或偏重齋，

                                                 
95 「父母之喪亦哀，縗絰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也。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斂則以時往其家。
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修我法。贊父母之冥。過喪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營

齋講，誦如蘭盆法，是可謂孝之終也。」（宋．契嵩撰《鐔津文集》卷 3，《T52》頁 662中） 
96 如：新羅．太賢集《梵網經古跡記》卷下末（《T40》頁 712 上）、新羅．義寂述《菩薩戒本疏》卷
下之本（《T40》頁 676下）皆可見到這種將齋講化為追薦之孝行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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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專重講，或二者併行於同一法會中。 

3、齋講的目的：福業，這一主要目的一直是相同的，唯獨所欲迴向的對象卻由

齋主自身或其現世親屬而改向齋主的已故親屬。所以「冥福」、「超度」等語彙終

究在齋會的願文、齋疏中變得愈發頻繁可見，而齋與講也就分別施行了。 

4、齋講的內容：金光明齋、無礙齋講、齋講以資亡靈。 

5、齋講的實施國家：由印度傳至中國，又可見到實施於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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